诗语情深  乐韵悠长

——《峻岭诗语•歌曲作品》赏析

（云南艺术学院图书馆 申波）

音乐是所有艺术形态中最虚幻、最无形的一种表象符号，它以声音表现形式为媒介，看不见、摸不着，只能以耳朵去聆听、用心灵去感悟才能彰显其意义的一种物化成果，这就要求人们在感受音响的流动时，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阅世经历与音响材料的造型表现进行联想，使艺术的感知在理性的提炼中升华为一种情感的折射，以此完成音响构成上的对象化。因此，听觉感受对音乐审美来说，就是一个物质转化为精神的过程。这一音乐审美特殊的规定性，使得笔者多年的职业习惯一直“顽固”地遵循着“听”音乐的习惯，以求实现觉“音”、悟“乐”、喻“理”的目的。

基于这一职业认知，当笔者拿到装帧秀美的《峻岭作品•诗与歌》专辑后，当即取出其中的音乐CD静静听赏、细细品评……《峻岭作品•诗与歌》共分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名为《爱与海•峻岭诗语十三首》，系诗歌朗诵专辑，配有CD一张；第二部分名为《永恒的歌•视觉艺术•峻岭作品九首》，系根据峻岭诗作制作的电视音乐演唱作品专辑，配有DVD一张；第三部分名为《人生••听觉艺术•峻岭作品二十五首》，系不同音乐人为峻岭先生的二十五首诗作谱曲后形成的一个“音响世界”的集中展示，承载着诗人对真善美的表达与追求。配有CD两张。

从歌声烘托的诗作意境、音响呈现的声音物质结构关系来看，由于不同音乐创作手法和歌唱技法的表达，它们经过“综合性”艺术手段的重构后，为峻岭先生的诗作在更为广阔空间的文本活化提供了吐纳的天地、传播的途径，也为听众在更为艺术化的氛围中领悟诗作的情感内涵提供了一种入于耳而汇于心、出于意而凝于神的双向互动。

在二十五首歌曲不同“语言系统“的感染下，笔者飘忽的思绪也生出一些体会，这些体会也是对云南当代歌曲创作状况所引发的思考。

一、峻岭的诗作赏析

为峻岭诗作谱曲的演唱专辑共计歌曲二十五首，限于版面的制约和笔者的诗学水平所限，在此仅以下列三首诗作与读者共同分享其妙意。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依词谱曲，这是新音乐创作背景下歌曲创作的惯例。由此构成了音乐与文学的联姻。一首富于艺术想象力的词作，它可以充分调动曲作者音响造型的激情，由此挥洒曲作者创造性的情丝，这样珠珠联璧合的成功案例，在中国近代歌曲创作的历史中比比皆是，因此，可以说，想象力是人类最突出的精神能力之一，更是艺术创造的原动力。峻岭先生正是依托这一美学立场，在他的《窗前那只小鸟》中，诗人以自己对生活的关照，将视觉形象上升到文字造型，依托小鸟在“风儿”、“雨儿”、“云儿”不同时空变化的景致，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爱恋之情，用形象的手段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一艺术“母题”。通过“我”对小鸟的“移情”，坦露了诗人追求宁静精神生活的心态。虽然诗人仅以“窗外”这一方小景物引发出内心的情怀，但读者却能从丰富的想象构思中，感受到诗人以心灵小天地关注天地大人生在“海角激起情的浪涛”，“尽情拥抱雨后苏醒的大地春晓”的博大胸怀，由此引领读者从世俗的外部事务转向对内在自我心灵恬适的追求，折射出诗人“扶摇人世外，心向五湖宽”的淡定之心。

作为一首抒情的散文诗，《窗前的那只小鸟》在“诗韵”的设计上，以张口音归韵，有利于唱歌发声的气息处理，使歌者便于完成通透明亮的声音“状态”，为旋律的造型提供了“先天性”的数理逻辑基础，有利于歌者情绪变化在时间过程中的自然表达，为诗人的视觉形象上升为听觉形象提供了保障，让欣赏者在灵魂的深井中可以创造出新的联想。

《石林欢歌》作为一首充满撒尼人火样激情的诗作，诗人以简洁的语言提炼，刻划出石林撒尼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可以说诗人开篇就抓住了“诗眼”，更为高妙的是：《石林欢歌》同样以“张口音”归韵，使诗韵的本身就可在“平平仄仄”的起伏中入乐，其“欢歌”充满激情的节奏感讴歌了石林绚丽斑斓的人文画卷，描绘出一幅“从早跳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的豪迈土风图式。诗人以“同构对应”的手段，再一次用文学的方式，推动了云南石林地理方位在文化品位和社会声望上的提升，在“随物赋形”的字里行间蕴涵的美好情怀，映现出诗人对滇山云水的赤诚之爱，诗人那“火把点燃激情的火”所形成的心理投射，使诗作塑造的形象更加清晰丰满，成为沟通诗人和读者心灵对话的“正能量”，其意境悠远、雄浑。

艺术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艺术家个人心灵的感应，还不如说是一个共同文化圈人们心灵的感应。正如荣格指出的那样：一种符号化的艺术作品，具有创造性的形象塑造的源泉并不是艺术家的个体意识，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民族的、历史的积累和映现。可以说，优秀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就应该是一种物态化的历史、是时代和社会心灵结构的对应品。如峻岭先生就在他的创作体会中谈到：“音乐是流淌的历史，历史是音乐的长河，歌，不正是每个时代的符号吗？历史长河，总有这样一首歌，引领航船前进的方向；点燃生命带来的希望！”基于这种生活的体会，峻岭先生专门为建党九十周年而作的《永恒的歌》就体现出一种情感选择并借助于诗歌创造的物化手段成为他作品专辑中最具有“主旋律”性质的对象化产品。在笔者看来，艺术家既是出世者，也是一位入世者，或者说，艺术家应该以一种出世的态度来完成入世的伟业，以此实现艺术作品超越形式、任心而游、不离现实、却又超越现实的目标。《永恒的歌》以我们党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旋律”为物化对象，并以诗人的审美创造重新进行编码，字里行间蕴含着我们党九十年历史烽烟滚滚的回声、祖国变迁形象的记载，表现了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追求“自由和解放”、“和谐中国之歌永远高唱”的精神振奋和情感升华，这种将我们党不同时代的“最强音”与民族命运结合的创造性转换，将我们党的伟业如“永恒的金项链”一样串联起来，这样的精神表意，业已上升为中华民族本体论意义上不屈不挠精神的表达。诗人这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形象化归纳，实现了其艺术创作现象描绘与内涵隐喻相统一、审美感受与对象存在相统一的结合，抒发了一位具有二十八年党龄的党员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眷恋之情和对党的颂扬之意。正如诗人在谈及《永恒的歌》的创作体会时所言：从《国际歌》到《东方红》、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从和谐之歌奏响到回荡世界的东方，每一个音符都是历史长河中的里程碑，每一段旋律都是历史长卷的华彩乐章。正是这种情感表达的升华，诗作才呈现出了一种拔地捅天、波涛飞腾的雄阔意境。正如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提到：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因此，诗作《永恒的歌》这种表现诗人关注现实、立足时代主旋律的创作思路，必然以其特定的时代意义，承载着艺术家的情感化、心灵化和人格化的心路历程。

艺术创作首先当是“人类审美意识在主体中的对象化”活动，只有当艺术家把自己的审美原则实施于现实对象时，才能使外在的对象成为自己的对象性并成为真正属于艺术家“惟一”的对象。古人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说。不同的创作思路对于艺术家所要表现的各异生活感受，显示出不同的创作风格，只有当二者相适应的时候，这种反映才是成功的。因此，从峻岭先生歌唱专辑中的二十五首诗作来看，个别诗作的文字表达还需打磨，许多诗句的情感表达虽有强度，但却缺乏一种富有韵味的表达，个别诗语的形象塑造尚未上升到“诗意化”想象的空间。从诗作尾端的“题白”来看，似乎许多作品只是在公务间隙的匆忙中“即兴”写就，若是这样，就难免出现艺术创作中理性设计与感性分离这对关系的有机把握，因而淡化了“形式感”这种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下这样一个充满复杂社会矛盾的变革时期，如果艺术创作的主题只对一种和谐化状态的关注、创作对象只是描述一种设置好了的场景，这是不利于艺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创作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经验的过程，可以理解的是，作为体制中人，或许诗人渴望“自由飞翔的翅膀”却在一堵“看不见”的藩篱的阻隔下，难以“自由飞翔”吧！

二、为峻岭诗作谱曲的歌曲赏析

专辑中，为峻岭诗作谱曲的歌曲共计二十五首，同样囿于版面的制约，现仅以三首歌曲的创作为审视对象，谈一点笔者听乐的感想。

我们说，现实映像是情感冲动的基础，音乐音响是现实映像的反馈。正如前述所言，《永恒的歌》在笔者看来，是峻岭诗作中最具“主旋律”性质的一部上品，这种饱含生命激情的诗性书写，就为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情感铺垫。

歌曲《永恒的歌》，首先采用“颂歌”式的风格作为音响基调、以四四拍稳健的速度，与诗作的表现内涵构成了大气磅礴的辉映。

全曲以ABC复三段体为曲式构成，选用大调色彩为歌曲的整体结构披上了雄浑的彩装。

主旋律在中速中迎来了小提琴动人的陈述，与之呼应的是大提琴复调声部与之交替地倾述，它们在一种越来越宽广的音域中展开，交织的音响犹如喷涌的清泉，引出了女声的咏唱，在两句变化摹进的律动中，引出了男声的应和，管弦乐的伴奏轻波荡漾。主旋律在双簧管支声复调的呼应下，烘托出一幅悠然回忆的情景。在音响运动的层层推动下，完成了A段的叙事。B段采用合唱的手法，为音响增添了紧凑的张力，在浩浩荡荡的进行中，乐队以全奏的气势，由辉煌的人声汇成一股宏大的生命激流，完成了三种不同人声音色与乐队的对话。这种遵循“艺术歌曲”特质的歌曲创作手法，折射出艺术家内心在向他所眷恋的祖国母亲的道白，音响中轰鸣的情感意象象征着古老中华民族的脉搏和它的黄钟大吕之声在听者心弦上激起的回声，这标志着艺术家以拨动心弦的真诚，对我们伟大的党唱出的心曲。

作为一部人声与乐队在缜密“形式感”中构成的音响织体，《永恒的歌》通过配器手法的调制，表现出了一种史诗般交响性的结构美；它打破了“谁为谁伴奏”的范式，让人声与乐队构成有机的整体，共同组成一棵根深叶茂的音响大树。绵密的音响流动中，听者可以隐约感受到歌曲《春天的故事》中的动机犹如“遗传基因”一样通过双簧管、长笛的支声手法融化在人声的咏唱中，从而勾起人们幸福甜美的追忆；在乐队的奏鸣中，人们又能隐约感受到管弦乐曲《红旗颂》的主题动机贯穿于音响运动的时间过程，这种“动机”既存在却又真迹难觅的“嫁接”手法，完成了作曲技法另一个层面的“对位”和“应和”，使听众在感受音响时，需要不停地调整听觉感受，通过“指定想象”强化了音响内涵的感召，使听觉在“审美前置”的联觉作用下，禁不住内心油然升起一股英雄主义的豪迈之情，而作曲家这种发挥主题结构张力的“点睛”之功，正是作品底色浸透出“英雄性”表达的关键，这也是《永恒的歌》得以满足听众审美期待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彰显作曲家驾御大作品功力的标志。

在歌曲创作与歌唱晚会泛滥成灾的当下，作为具有“主旋律”色彩的歌曲，《永恒的歌》由于作曲家在“形式感”上以娴熟的技法组织出严谨的音响结构，并在赋予音响“主旋律”神韵的同时又融入“普遍性”的审美特征，使诗作与音响相得益彰。在笔者看来，《永恒的歌》是近年来众多“主旋律”歌曲题材中情绪结构、组织结构、音响结构俱佳、难得听到的歌中上品，因此，它完全可以像它的歌名那样，成为时代“永恒的歌”。

《石林欢歌》出自本土作曲家之手。在具有仪式象征性的鼓声中，一个二度摹进的动机，带出人们耳熟能详的《远方客人请你留下来》的旋律主题。歌曲用AB复二段体加副歌的手法组成全曲的核心结构，描绘出“石林欢歌”的音响意象。

A段以5 1 3 三音列为旋律基础，在大三弦激越固定音型的烘托下，男声用阳刚的嗓音唱出了撒尼人的豪迈之情；B段旋律以合唱的形式与A段形成强烈对比，展示出万众齐声同奏大三弦那火把节上恢弘的气势。正是由于AB乐段的对比，拓展了“三弦音列”的审美空间。

5 1 3 三音列作为撒尼人“地方性”表情的类化标志，成为石林永恒的文化身份象征，这在众多同类题材中，已成为人们信手拈来的文化标签，用多了，也就难免落入俗套。作为一位对云南本土音乐素材掌控自如的作曲家，曲作者没有局限于单一素材的简单拼贴，在A段的再现时，巧妙地以摹进的手法，把主旋律迂回地转入一个远关系的调式上，成功完成了调式色彩的转换，使音响的横向运动“暗示性”地呈现出一个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听觉意象。在这里，曲作者安排由一个柔美的女声，与男声的阳刚之声形成对比，在“张”与“驰”的反差中，绵延的乐音通过听觉的“通感”融入了一派“红叶醉秋时，碧溪弹夜弦”的暖色调，又一次拓展了听众审美心理的空间。

在音乐创作中，作为音乐思维的基础，调性的运用，能为音乐色彩的变化提供心理导向的内化，因此它成为作曲家重点的表现意象，正如美国音乐美学家迈尔所言：这体现出作曲家对已有音乐关系和共有听觉惯例独特运用的能力。

这种音响对比和旋律拓展手法的贯穿，使《石林欢歌》的整体结构与音乐形象塑造在音响动态中实现了诗作形象的写实性与音响动态写意性较好的统一。

《乡村美》是一首借景抒怀、寄物言志、赞誉“农民们走上讲坛话起了全人类”且具有“委约”性质的词作。曲作者抓住了词作“抒怀”与“言志”的主题意象，以复二部曲式展开：A段旋律采用了云南民歌《大河涨水沙浪莎》的基质，并以云南花灯的律动较好地表达了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精神风貌；B段情绪出现了转换，借用戏曲“托腔保调”的手法，用欢快的节奏“托”出了词作的表现对象“福保乡村文化节”这一主题，又用音响描绘了热情好客高原人的情怀，但用板胡作为主奏乐器、以梆子腔作为音乐素材，这就使音乐形象与地理方位出现了“语境错位”，更不可思议的是，歌曲在一串京剧锣鼓中结束，这就导致音乐语汇的零乱，变成了“方言”大拼盘。不出有偶，这种“语境错位”的现象在专辑《阿细跳弥勒》中再次出现：据笔者的田野经验，弥勒的阿细人是不用京胡的，虽然他们偶尔会用一种叫三胡的乐器，但音色与京胡完全不同，京胡只存在于楚雄一带白彝人的艺术生活中。这种音乐创作的“不尽人意”，就引出了本文以下的思考——

三、关于云南歌曲创作“形式感”构建的思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不同音乐结构在文化价值上没有高低之分，其艺术性是不具备可比性的，但恰恰是，音乐这种以抽象符号构成的时间性艺术，它比其它艺术品种对“形式感”的依赖性更大。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我们若从艺术感知的立场单独把《石林欢歌》、《不老的青春》一类歌曲拿来听赏，似乎都还“过得去”，但若把这部专辑中的其它歌曲与《永恒的歌》放在一起，那艺术质量的高低就不言而喻了。这首先表现在《永恒的歌》以精心编织的管弦乐经纬交错的织体关系，表现出一种人声与乐队辉映而成的无穷内在魅力，而其它歌曲由于“迷笛”的“低成本制作”，器乐与人声的协调就常常显得单调乏味，甚至削弥了器乐应有的地位——这正是现代科技手段给艺术创作带来的“低成本”也“低质量”的致命一击；其次，专辑中所有的歌曲与配器手法虽同为“共性写作”范畴，但《永恒的歌》却在整部作品的谋篇布局中展现出“万花筒”般绚丽的音响色彩，表现出常规手法的非常规美学表达，而其他作品在“调色”上的功夫则尚有距离。这正说明，作为非常讲究“形式感”的一门学科，音乐创作中独特的技术并不一定能产生独特的音响，但独特的音响，却一定有赖于作曲家独特技术的支撑。舒曼就说过；音乐的内容是沉淀在曲式中的，不懂曲式就不懂音乐——这也正是为何笔者一直“顽固”坚持听“音”而少有看“乐”的缘故。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峻岭诗作谱曲的专辑，正是由于赵季平为《永恒的歌》的谱曲和杨一博的配器，再加上谭晶、廖昌永的倾情演绎，才使这首歌曲获得了超强的审美效果，这也从一个层面验证了前苏联音乐美学家索哈尔所指出的那样：众所周知，在一系列伟大作曲家的生活和创作中，他们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起了多么有力的作用，他们以言行、互助、关注、同情、赞扬、创造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环境。同样，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加盟，使得这部专辑的艺术品质得以大大提升。在笔者看来，其艺术水准的胜出，正是曲作者历经多年修炼养成的一种“科班化”背景使然。而这一音乐创作中“科班”要素的必备门坎，却是云南作曲界在音乐创作中，如何更好地实现艺术精神的传情达意这一学科本体中需要思考的。

我们说，历史需要积淀。新的时代，云南如何遴选出更多能够承载史册的音乐上品，更是业内同仁需要思考的。

